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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机智能交互下负面反馈的绩效激励机制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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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利用负面反馈激励员工绩效提升是绩效管理中一大难题．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，一些科
技企业率先利用前沿技术优化绩效管理流程，提高员工体验．本研究基于动机归因视角，比较
了人工智能与人类领导在提供负面反馈时差异化的绩效激励机制．通过实证分析发现:与人类
领导相比，人工智能提供负面反馈时员工绩效提升动机归因更强、伤害诱发动机归因更弱，进
而促使其绩效水平更高;进一步扎根本土化情境提出领导风格的作用:在负面反馈通过绩效提

升动机归因、伤害诱发动机归因间接影响员工绩效方面，人工智能比威权领导更具优势;但是，
与仁慈领导相比，这种差异化间接效应被削弱．研究结果揭示了人机智能交互下负面反馈的绩
效激励效应，拓展了人工智能与负面反馈的研究情境、视角与思路，也为中国企业数智化绩效
管理实践创新提供启示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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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 言

工作场所负面反馈向员工传达了自身不足或

绩效不佳的信息并指出需要改进的方面及策略，

在激励员工及时纠偏、认识差距并努力发展知识
技能以提升绩效方面至关重要［1，2］．然而，领导作
为提供负面反馈的重要信息源，常因担心破坏和

谐的人际关系或导致员工消极应对陷入“进退两
难”的窘境［3］．在一项实地调查中，44%的领导者
认为提供负面反馈有压力［4］． 时至今日，如何解
决领导负面反馈的不足，满足负面反馈的激励目

的仍面临诸多挑战．
得益于近年来数智化之风席卷各行各业，以

人工智能 ( artificial intelligence，AI) 为代表的数
智技术逐渐嵌入并变革传统工作流程，辅助甚至

替代人类承担特定工作职责［5］． 领先的科技巨头
( 例如，IBM、Amazon和 Uber) 开始部署 AI 反馈系

统，由大数据、机器学习算法驱动的 AI 针对员工
过去绩效成绩、当前绩效表现及未来绩效发展追
踪、评估和预测，提供个性化反馈［6，7］． 已有研究
发现，AI相较于人类具有更强的计算、分析和预
测的能力，并且数据驱动的 AI 能输出更为客观、
准确和一致的决策建议，其功能性价值凸

显［6，8，9］．但也有研究从心理层面指出人类在与
AI互动中可能会面临角色模糊、身份威胁和不安
全感等问题［7，10，11］．由此可见，尽管 AI 具有替代
领导提供负面反馈的技术能力以及克服领导提供

负面反馈中的情绪化表现、主观偏见以及容易导
致员工消极反应等问题的技术潜力［12］，但鉴于情

境新颖性，现有研究对负面反馈情境下 AI如何塑
造员工反馈反应的研究尚不充分，尤其是对个体

归因的探讨不足．
为弥补现有研究空白，本研究借鉴动机归因

视角［13 － 15］．该理论视角强调个体并不总是对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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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身进行归因 ( 如，员工分析自己为何收到差

评) ，还会主动观察、分析和解读行为发出者的动
机( 如，员工分析领导为何给自己差评) ． 已有研
究表明，个体在经历负面行为或事件中更倾向推

断行为发出者的动机，并做出反应以适应环

境［16，17］．显然，人类领导作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
会有意图地行事［18］，员工收到人类领导的负面反

馈后会对其动机进行归因．例如，研究发现［15］，核
心自我评价低的员工会将领导负面反馈的动机归

因为自我服务导向，不利于激发其学习动机并提

高学习绩效．
然而，极少研究提出个体是否会对 AI某些特

定行为的动机进行归因，因为过去研究认为机器

作为非人类实体的能动性很弱，并不存在意图或

动机［19 － 21］．但是，本研究强调个体主观上可能认
为 AI 存在特定动机，因为 AI 的底层逻辑是机器
学习算法，算法会根据人类社会产生的数据进行

训练学习［22，23］，进而表现出类人的行为特征( 如，

机器学习算法报告非裔美国人的犯罪系数高于白

人) ［24］．同时，AI 与传统机器不同，具有自我学
习、进化和推理的能力［25］，AI 背后的“算法黑箱”
可能会进行思考并开发出自己的动机和目

标［23，26］．此外，结合计算机社会行动者理论的观
点，人们倾向于将计算机赋予类似人类的社会属

性和角色，从而在心理上与其建立互动关系［27］．
因此，在人机交互中个体可能会对 AI表现出某些
看似具有智能和能动性的行为进行动机性判断．
进一步地，鉴于人类领导与 AI的行为特征并不相
同，这些差异为员工对二者的负面反馈动机做出

推断提供了信息线索．综上，动机归因视角表明，
员工可能会对 AI 和人类领导的负面反馈动机做
出不同的归因，继而对其后续的行为表现产生差

异化影响．
本研究拟引用两类与负面反馈紧密相关的动

机归因: 绩效提升动机归因与伤害诱发动机归

因［16，17］．首先，向员工提供负面反馈的本意是控
制偏差、指明错误并持续改进［1，2］，倘若在负面反
馈中，员工将反馈提供者的动机归因为想要确保

其提升绩效时，会激励员工努力追赶差距，对绩效

提升有利．相反，由于负面反馈具有批评色彩，倘
若员工将反馈提供者的动机归因为想要对其带来

不道德的伤害时，会导致员工意志消沉，对绩效提

升不利［17］． 因此，拟将这两类动机归因作为揭示
AI( vs． 人类领导) 负面反馈影响员工绩效的机
制．此外，领导风格彰显了领导行为特征，可能会
影响员工对其动机的归因判断［28］． 在区别 AI 与
人类领导在负面反馈激励员工工作绩效方面的差

异后，拟进一步比较 AI 与具有不同领导风格( 威
权型 vs．仁慈型) 的人类领导相比有何差异．
综上，拟通过 2 个实验研究检验所提理论假

设．潜在的理论贡献包括: 第一，拓展负面反馈在
数智化情境下的研究; 第二，揭示 AI 执行特定类
型的反馈任务( 即负面反馈) 对员工工作绩效的

影响;第三，借鉴并拓展动机归因视角，挖掘 AI
( vs．人类领导) 负面反馈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的作
用“黑箱”;第四，扎根本土化情境，进一步发现领
导风格在影响 AI( vs．人类领导) 负面反馈与员工
工作绩效关系的作用．

1 理论与假设

1． 1 负面反馈、AI与动机归因
领导负面反馈有很多好处，一是提供了提高

领导地位和实现目标的机会，并允许其展示能力、
发挥权力和实施控制［29］．二是负面反馈作为干预
员工绩效的手段，有助于激发下属工作动机并激

励其做出改变和努力［2，30］． 尽管好处很多，但领
导时常不愿意提供负面反馈［3］，因为负面反馈是

一种情感事件，会引发下属内疚、沮丧、愤怒等消
极情感［12］，也可能会导致人际冲突并挫伤员工士

气［31］． Kluger 和 DeNisi 通过元分析发现［32］，超
1 /3的负面反馈实际导致了员工绩效下降． 同时，
提供负面反馈对领导者自身是一种挑战，不仅会

分散其注意力，与下属不愉快的互动还会使自身

感到不适［3］．
一种平衡负面反馈收益和成本的新兴策略是

部署 AI 替代人类领导提供负面反馈．具体地，与
传统需要人工干预的被动机器不同，AI 具有自主
推理、深度学习、个性化预测等能力，不仅可以模
仿人类思维方式自行处理工作任务，工作流程也

可以由它引导［22，25］． 此外，AI 在数据挖掘、集成
和分析方面突破了人类生理局限，可以在迭代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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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优化，超越了人类在处理复杂问题时的认知，

优化了决策环境［33，34］． 这些特征和优势意味着
AI初步具备了承担特定工作角色的能力． 其中，
将 AI嵌入绩效反馈流程是前沿应用的一个新兴
领域，即 AI根据海量的数据信息和具有逻辑体系
的机器学习算法追踪、评估员工行为和绩效，并生
成、提供与员工生产力相关的反馈建议［6］． 可见，
AI在承担领导“信息角色”方面已初见成效［6］，在
某种程度上，它能够执行负面反馈的任务．
虽然 AI 在技术上具有诸多优势 ( 如，准确

性、一致性和可供性等) ［6，8，9，33］，但对于员工能
否从 AI提供的负面反馈切实受益知之甚少．甚至
部分谨慎观点认为，在工作场所使用 AI可能导致
员工产生不安全感、角色模糊以及信息过载等问
题［6，11，35，36］．因此，亟需在特定的工作场景下识
别并厘清部署 AI的效应．动机归因视角为解释上
述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［13］．即由于人类领导与人
工智能的行动特征具有差异，员工与领导的人际

互动过程和员工与 AI 的人机交互过程会产生不
同的信息线索，影响其对互动对象的动机做出不

同的归因判断［15］，随后影响其行为表现． 基于上
述理论背景，本研究将在下节提出具体的理论

假设．
1． 2 AI( vs．人类领导)负面反馈与绩效提升动
机归因

动机归因的核心观点是，人们会对周围个体

行为背后的原因或目的进行因果推断，并做出反

应［13，14］．也就是说，当员工收到负面反馈时，不仅
可能对自己为何收到负面反馈进行归因 ( 如，归

因于自己不努力) ，还可能根据与提供反馈主体

相关的信息线索对其背后动机进行归因． 其中，
绩效提升动机归因强调员工将反馈主体提供负面

反馈的动机归因为想要确保或提升其绩效［16，17］．
本研究认为 AI( vs．人类领导) 负面反馈能激

发员工更高的绩效提升动机归因． 第一，AI 的决
策逻辑不同，更客观． 人类领导擅长基于固有知
识、经验等做出主观判断和启发式决策，但 AI 则
是基于数据和算法逻辑做出客观判断和决

策［33，37，38］．当收到负面反馈时，面对决策更客观
的 AI会强化这些反馈信息与绩效相关、与偏见无
关的信念;第二，AI 的决策标准不同，更一致． 人

类领导通常难以保持内心衡量尺度的一致，决策

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( 如，关系亲疏) ［39］．
而 AI基于既定的算法规则进行预测，根据统一的
绩效标准进行评估［6］． 当收到负面反馈时，面对
标准更一致的 AI 会强化这些负面反馈信息更公
平、有标尺的信念; 第三，AI 的分析能力不同，更
准确．人类领导通常具有认知局限性，在直指绩效
不足问题方面不及 AI，因为 AI 能利用比领导记
忆中更大的训练数据集 ( 包括各种成功、失败案
例) ，输出针对性极强的反馈信息及建议［7，40］．当
收到负面反馈时，面对内容更准确、更可信的 AI
会强化这些负面反馈更符合自身真实情况的信

念;最后，AI的建议属性不同，更可操作． 人类领
导在短时间内难以快速响应反馈需求并提供可操

的应对策略，AI响应迅速、覆盖全面、结果清晰，
能提供更优、具体的解决方案［6，8］．当收到负面反
馈时，员工能迅速定位到自身不足以及学习到如

何改进，更便于其对过往、现在和未来绩效有清晰
的理解和认识．
总之，在负面反馈事件中，鉴于 AI 与人类领

导在反馈客观性、一致性、准确性和可操作性等方
面的差异，在主观上会强化员工将 AI提供的负面
反馈面向工作任务和绩效并且 AI 想要激励其纠
正当前不足、取得更高表现的绩效提升动机信念．

H1( a) 与人类领导相比，AI 提供负面反馈
能激发员工更高的绩效提升动机归因．
1． 3 绩效提升动机归因的中介效应
做出不同动机归因的个体通常会采取不同的

行为反应以适应周遭环境［13，15］．鉴于绩效提升可
能带来晋升、奖励等好处以及更高的工作满意度
和成就感［41］，绩效提升动机归因水平高的员工通

常对未来取得绩优表现拥有较大期望［17］，会激励

其积极主动地花费时间、精力学习新的知识技能，
并将这些获取的经验和知识在工作中应用，提高

应对困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继而最终转化为实

际的绩效表现．
H1( b) 绩效提升动机归因与员工工作绩效

正相关．
结合 H1( a) 、H1( b) ，进一步提出绩效提升动

机归因的中介效应． 与面对面地收到来自人类领
导的负面反馈相比，员工通过人机交互获取来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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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的负面反馈时，虽然反馈效价是负面的，但鉴
于 AI 的决策逻辑更客观、决策标准更一致、反馈
结果更准确、反馈建议更可操作，从主观上更相信
这些反馈信息与绩效本身是高度相关的、与其它
非绩效因素相关性并不强，并且更倾向于将 AI提
供负面反馈的动机归因为想要其纠正错误、提升
绩效以保持竞争力． 进一步地，在未来高绩效、高
收益的期望激励下，会努力鞭策自己专注任务和

目标、通过学习不断精进自己以取得更高工作
绩效．

H1( c) 与人类领导相比，AI 提供负面反馈
能通过激发员工更高的绩效提升动机归因，进而

促使其工作绩效水平更高．
1． 4 AI( vs．人类领导)负面反馈与伤害诱发动
机归因

以往研究表明，不当的负面反馈会伤害员工

自尊、自我概念、带来人际威胁或压力［30，42，43］，甚
至迫使员工感知到经历辱虐［16］． 这些“阴暗面”
不利于员工从反馈中汲取经验以改进绩效． 因
此，与负面反馈相关的伤害诱发动机归因强调了

反馈主体具有不道德、对员工不利的行为意图
倾向［17］．
本研究认为 AI( vs．人类领导) 负面反馈能导

致员工更低的伤害诱发动机归因． 第一，如前所
述，AI决策逻辑是基于客观的数据和算法的，很
少涉及个人情感和偏见［22，37］．而人类领导的启发
式决策过程不可避免受到主观因素的干扰，容易

产生刻板印象、歧视等问题［26］．因此，由能够克服
人类决策固有偏见的 AI 提供负面反馈更不容易
触发员工的心理防御机制; 第二，AI 向员工提供
负面反馈是一个人机交互的过程，根据技术可供

性的观点［44］，技术对象为特定用户提供面向目标

的、可操作的可能性，换言之，人机之间的智能交
互有助于员工清楚地了解绩效反馈系统面向绩效

提升的功能．而人类领导当面指出员工不足更容
易将员工注意力焦点转移至非绩效因素［2，15，30］，

认为领导在批评其个人能力或品格，从而导致员

工感受到被攻击． 因此，在负面反馈中，人际互动
比人机交互更容易让员工感到颜面尽失而无法正

视负面反馈的作用; 第三，人类领导与员工之间

存在不对称的等级权力差距，员工依赖领导所掌

握的工作资源( 如，任务机会) ，继而对自上而下

的批评更敏感和警惕［30，45］． 而 AI 与员工之间并
未形成层级关系，员工不太可能认为 AI批评他们
是为了通过打压下属而巩固其地位和权力; 第

四，负面反馈对员工而言本身是一种情感事

件［12］，人类领导在反馈过程难以像 AI 一样不附
加情绪，更有可能导致员工情感波动［46］． 处于消
极体验状态下的员工倾向于对领导动机做出不道

德的负面评价［15］．
总之，在负面反馈事件中，鉴于 AI 与人类领

导在反馈客观公正性、技术可供性、等级权力差
距、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差异，主观上会弱化 AI 提
供负面反馈的动机是想要对员工带来不道德伤害

的信念．
H2( a) 与人类领导相比，人工智能提供负面

反馈会导致员工更低的伤害诱发动机归因．
1． 5 伤害诱发动机归因的中介效应
与绩效提升动机归因不同，那些将反馈主体

提供负面反馈的行为解释为不道德、有害的员工
通常不愿投入更多工作资源予以回应，因为其倾

向于认为这违背了社会交换的互惠原则［15，17］．同
时，他们会采取行动抵制这种不道德、有害的行
为，将注意力由原有的工作任务、目标进展中转移
到与绩效活动无关的领域上［47］，这是低水平工作

动机的表现，会导致工作绩效的下降．最后，在互
动过程中做出不利动机归因的个体通常会产生负

面情绪 ( 如，委屈、愤怒) ［12］，进而也会对后续绩
效提升不利．

H2( b) 伤害诱发动机归因与员工工作绩效
负相关．
结合 H2( a) 、H2( b) ，进一步提出伤害诱发动

机归因的中介效应． 与面对面地收到来自人类领
导的负面反馈相比，员工通过人机交互获得来自

AI的负面反馈时，虽然反馈效价是负面的，但鉴
于 AI 反馈主观偏见较弱、交互指向性清晰、等级
权力无差异、弱情感连接，从主观上更相信 AI 提
供负面反馈的不道德性、攻击性和不利导向更弱，
并且更不容易将其动机归因为有害的．进一步地，
由于员工更低程度受到消极动机归因的干扰，他

们能从负面反馈的信息中获益，专注生产活动，不

断提升工作绩效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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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2( c) 与人类领导相比，AI 提供负面反馈
会通过导致员工更低的伤害诱发动机归因，进而

促使其工作绩效水平更高．
1． 6 立威还是施恩? 领导风格的作用
领导力归因研究表明，领导风格为员工识别

领导特定行为意图或动机并进行归因提供了重要

信息线索［28］．基于此，在提供负面反馈以影响员
工绩效方面，AI与具有不同领导风格的人类领导
相比是否存在差异? 倘若是，如何发生?

本研究引入家长式领导理论中“威权领导”
与“仁慈领导”两种极具本土化特色的领导风格．
家长式领导经典的二元理论认为家长式领导主要

包括立威与施恩两方面［48，49］，即威权领导与仁慈

领导． Chan等［50］认为威权和仁慈是家长式领导
的两个主要维度．其中，威权是指领导者强调个人
绝对权威，并对下属进行严格控制，涵盖“专权作
风”、“贬损下属能力”等立威行为; 与之相对，仁
慈是指领导者强调宽容体谅，并对下属做出个性

化关怀，涵盖“维护面子”、“急难相助”等施恩
行为［48，51］．
结合威权领导风格特征，首先比较 AI( vs．威

权领导) 负面反馈对员工反馈反应的影响． 威权
领导风格源于儒家道德标准中高权力距离下上尊

下卑的关系，主张权威不容挑战，严密控制下属绩

效表现，要求下属绝对服从［52］． 当下属表现低绩
效时，通常会受到威权领导的严厉斥责和贬低贡

献［53］，而非耐心安抚员工并悉心指导如何改进．
因此，在工作场所中，由威权领导向员工提供负面

反馈，员工倾向于认为以维系个人权威和个人意

志为中心的领导提供负面反馈的根本目的或动机

是确立权威和地位并非助其绩效提升． 同时，威
权领导日常表现出打压员工、专权专治、漠视建议
的行为［54］，还会导致收到负面反馈的员工认为领

导仍是延续贬低、干涉、示威、操控等不道德、具有
攻击性的行事作风． 与之相对，员工表现低绩效
时，AI更多地表现为“对事不对人”，基于客观数
据和算法分析员工表现不足的方面、内容和原因，
并以人机交互的方式并且不附加负面情感地向员

工提出客观、一致、准确、可操作的反馈建议． 因
此，与威权领导相比，AI 负面反馈能激发员工更
高的绩效提升动机归因、导致更低的伤害诱发动

机归因．进一步结合 H1 ( b) 、H2 ( b) ，AI( vs． 威权
领导) 通过绩效提升动机归因、伤害诱发动机归
因激励员工更高水平的工作绩效．
结合仁慈领导风格特征，接着比较 AI( vs．仁

慈领导) 负面反馈对员工反馈反应的影响． 与立
威不同，领导还会表现出像父亲般的“仁慈”． 仁
慈领导风格源于儒家对理想社会人际关系的设

想［51］，通常表现出对下属工作和个人福祉长久关

怀，包括工作领域的宽容体谅以及生活上的个别

照顾［55］．当下属表现低绩效时，仁慈领导通常会
尽力维护下属面子，安抚下属情绪并向下属伸出

援手解决难题［53］．因此，在工作场所中，由仁慈领
导提供负面反馈，员工并不会感到难堪和压力，而

是从领导反馈中获得个性化的指导和解困，进而

倾向于认为关心下属个人需求与发展的领导提供

负面反馈的根本目的和动机是想要员工切实地发

现并改进自身不足以助其取得更高的绩效表现．
同时，纵使批评下属，仁慈领导日常都会避免羞辱

并预留余地，采取更为恰当、情绪稳定、耐心和及
时的方式帮助员工分析和解决问题［56］，导致员工

收到来自仁慈领导的负面反馈时不容易感受到被

冒犯、将注意力转移到不道德的人际伤害上来．鉴
于上述提到的 AI 负面反馈的特征，本研究认为，
与仁慈领导相比，AI负面反馈影响员工绩效提升
动机归因、伤害诱发动机归因的差异化效应将被
削弱．进一步结合 H1 ( b) 、H2 ( b) ，AI( vs． 仁慈领
导) 通过绩效提升动机归因、伤害诱发动机归因
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的差异化间接效应也将被

削弱．
H3( a) 与威权领导相比，AI 提供负面反馈

能激发员工更高的绩效提升动机归因; 但与仁慈

领导相比，AI提供负面反馈影响员工绩效提升动
机归因的差异化效应将被削弱．

H3( b) 与威权领导相比，AI 提供负面反馈
会导致员工更低的伤害诱发动机归因; 但与仁慈

领导相比，AI提供负面反馈影响员工伤害诱发动
机归因的差异化效应将被削弱．

H4( a) 与威权领导相比，AI 提供负面反馈
能通过激发员工更高的绩效提升动机归因，进而

促使其工作绩效水平更高;但与仁慈领导相比，AI
提供负面反馈通过绩效提升动机归因影响员工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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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绩效的差异化间接效应将被削弱．
H4( b) 与威权领导相比，AI 提供负面反馈

会通过导致员工更低的伤害诱发动机归因，进而

促使其工作绩效水平更高;但与仁慈领导相比，AI
提供负面反馈通过伤害诱发动机归因影响员工工

作绩效的差异化间接效应将被削弱．

2 研究 1: 准实验

2． 1 实验设计与程序
研究 1 选择一家华南地区的互联网公司进行

准实验． 该公司内部考核标准主要分为多档，其
中 3 分 ～ 3． 25 分为不合格与需要提高群体，占比
约 10%，公司规定对不符合预期的员工进行提供
反馈和辅导． 该公司数字化程度较高，通过内部
开发的通讯和办公平台协同的 APP 进行数字化
管理． 2021 年中旬，该款 APP 的团队与国内某家
技术平台合作，开放端口接入该平台研发的智能

绩效管理工具，将流程数据与机器学习算法结合

或者将文本等资料转译为算法可读数据进行分析

并生成反馈信息． 公司过去以部门领导绩效面谈
的方式向员工提供反馈，现阶段正计划引入该款

智能工具． 在试点期间，负责人期望小范围应用
该工具以考察员工实际体验，并决定在严格保密

和遵循伦理规范的前提下共同推进实验进行． 研
究 1 在 HＲ部门发布季度绩效考核的自然环境下
开展实验．

2021 年 12 月研究团队创建了实验条件: 首
先，将时间确定为 HＲ部门在第四季度( Q4) 结束
后启动的绩效考核工作期间;其次，为提高实验操

作的可行性和便捷性，将实验被试的选择范围设

定为 4 个部门; 再次，根据实验目的，将实验对象
确定为未符合绩效预期的员工． 需要强调的是，
实验处理是在原部门进行的，样本不是随机分配

的，遵循准随机抽样原则［30］． HＲ部门考核工作结
束后，再次访问了该企业，成功邀请到 180 名员工
志愿参加本次实验活动． 根据单因素两水平的组
间设计原则，创建了两个实验条件: 准随机选择

2 个部门由部门领导对被试提供反馈，剩余 2 个
部门的员工从手机 APP上的 AI 虚拟助手上收到
反馈．结合研究情境以及对该公司负责人的访谈，

AI和领导负面反馈内容以员工的述职报告文本
为依据，结果包括员工的绩效考核分数档次，并告

知其存在的不足之处和改进方向． 19 名员工不
符合实验标准( 如，考核评分不符合要求、个人原
因中途退出等) ，共获取 161 名有效样本的数据:
AI组( 80 人) 和人类领导组( 81 人) ．随后要求两
组被试填写人口统计学信息，负面反馈源感知、绩
效提升动机归因、伤害诱发动机归因量表等． 在
次年一季度( Q1 ) 绩效考核工作后，HＲ 部门提供
了新的一季度绩效考核评分．
2． 2 变量测量
对于外文量表，遵循严格的翻译和回译程序．

在研究小组反复比较、沟通直至没有差异后，结合
研究情境确定最终实验所使用的中文版本量表．
除有特别说明，所有量表均由李克特 7 点法评分．
负面反馈源．借鉴 Tong等［6］的做法，将 AI 组

赋值 0，人类领导组赋值 1．
反馈源操纵． 借鉴宋晓兵和何夏楠［57］的做

法，要求实验被试填写: “1 ) 根据上述情景描述，
是谁进行的绩效反馈? 2 ) 谁将你的绩效考核结
果提供给你?”信度系数为 0． 88．
绩效提升动机归因．使用 Liu 等［17］对绩效提

升动机归因的测量条目．代表题项为: “想要激励
我实现更高的绩效目标．”信度系数为 0． 90．
伤害诱发动机归因．使用 Liu 等［17］对伤害诱

发动机归因的测量条目．代表题项为: “想要让我
觉得自己很差劲．”信度系数为 0． 88．
工作绩效．获取了被试接受实验操纵后下一

季度的客观绩效分数，以衡量被试接受不同来源

的负面反馈后下一季度的工作绩效．
控制变量． 首先，对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控

制．同时，实验被试来自 4 个不同部门，通过设置
哑变量对部门进行控制;其次，反馈会在情感上影

响个体，负面反馈会威胁员工自尊，导致员工产生

消极情绪，这干扰了其对负面反馈的判断［12］． 也
就是说，一旦员工因负面反馈而产生消极情绪，不

论反馈源是 AI还是人类领导，他们均可能做出不
利归因，因而需要排除消极情绪的影响．此外，员
工个体特征可能会影响其做出差异化的归因． 例
如，核心自我评价高的员工更倾向于将负面反馈

视作改进绩效的机会，更有可能做出外部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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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［15］．因此，排除个体差异的影响． 最后，排除个
体对反馈结果感知信任的影响，因为信任会影响

其对负面反馈结果的价值判断［6］． 消极情绪、核
心自我评价、感知信任分别参考 Liu 等［57］、Judge
等［58］、Tong 等［6］开发的量表． 信度系数分别为
0. 78，0． 91 和 0． 76．
2． 3 实验结果
2． 3． 1 验证性因子分析(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，

CFA)
通过 CFA检验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，对使用

李克特量表测量的变量进行 CFA． 结果显示，包
括绩效提升动机归因、伤害诱发动机归因、消极情
绪、核心自我评价和感知信任的五因子模型各拟
合指数基本满足要求 ( χ2 = 491． 98，df = 367，
TLI = 0． 93，CFI = 0． 94，ＲMSEA = 0． 05，SＲMＲ =
0． 05) ，该模型显著优于其它竞争模型，说明测量
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．
2． 3． 2 描述性统计分析
表 1 显示了主要变量的均值、标准差和相关

系数．所得结果为后续假设检验提供初步支持．
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(研究 1)

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( Study 1)

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

1. 性别 1． 52 0． 50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2. 年龄 32． 59 3． 89 0． 06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3. 学历 3． 05 0． 97 0． 05 －0． 11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4. 任职期限 3． 72 1． 64 0． 07 0． 40＊＊ －0． 10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5. 部门 2 0． 22 0． 41 0． 02 0． 04 －0． 01 －0． 07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6. 部门 3 0． 20 0． 40 0． 10 －0． 16* 0． 14 －0． 09 －0． 26＊＊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7. 部门 4 0． 27 0． 44 －0． 01 0． 00 －0． 10 0． 04 －0． 32＊＊－0． 30＊＊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8. 消极情绪 4． 12 0． 97 －0． 01 －0． 02 －0． 09 0． 02 －0． 11 －0． 03 0． 07 ( 0． 78)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9. 核心自我评价 4． 35 0． 94 0． 14 －0． 10 0． 09 0． 03 0． 05 0． 03 0． 12 0． 07 ( 0． 91) — — — — —

10. 感知信任 4． 30 1． 11 －0． 03 0． 08 0． 08 －0． 06 0． 07 0． 07 －0． 10 －0． 03 －0． 14 ( 0． 76) — — — —

11. 负面反馈源( AI =0，领导 =1) 0． 50 0． 50 0． 07 0． 12 － 0． 01 0． 07 0． 13 － 0． 10 － 0． 02 0． 15 0． 13 － 0． 03 — — — —

12. 绩效提升动机归因 4． 19 1． 16 － 0． 14 － 0． 10 0． 07 0． 02 － 0． 05 0． 10 0． 02 0． 03 － 0． 03 0． 05 － 0． 26＊＊ ( 0． 90) — —

13. 伤害诱发动机归因 4． 32 1． 14 0． 02 0． 05 － 0． 02 － 0． 11 0． 12 － 0． 05 － 0． 08 0． 05 － 0． 01 － 0． 05 0． 23＊＊ － 0． 18* ( 0． 88) —

14. 工作绩效 3． 51 0． 29 0． 07 － 0． 02 0． 02 0． 04 － 0． 09 0． 15 0． 02 － 0． 21＊＊0． 21＊＊ 0． 02 － 0． 35＊＊ 0． 31＊＊ － 0． 30＊＊ —

注: * 表示 p ＜ 0． 05，＊＊表示 p ＜ 0． 01，双侧;部门 1 为参照组．

2． 3． 3 操纵检验
借鉴彭坚等［59］的做法，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

的方法验证负面反馈源( AI vs．人类领导) 是否操
纵成功．结果显示，AI 组评分显著低于人类领导
组: AI组均值 M = 2． 00，SD = 0． 62，人类领导组
均值 M = 4． 60，SD = 1． 21，t ( 159 ) = － 17． 17，
p ＜ 0． 001． 结果说明研究 1 实验操纵成功．
2． 3． 4 假设检验
为检验 H1 ( a) 、H2 ( a) ，使用独立样本 t 检

验的方法( 见图 1、2 ) ，结果表明，AI 组中绩效提
升动机归因显著高于人类领导组: AI 组均值
M = 4. 58，SD = 1 ． 24，人类领导组均值 M =
3. 80，SD = 0 ． 93，t ( 159 ) = 4 ． 54，p ＜ 0 ． 001 ; AI
组中伤害诱发动机归因显著低于人类领导组:

AI组均值 M = 3. 91，SD = 0 ． 99，人类领导组均

值M = 4. 73，SD = 1 ． 13，t ( 159 ) = － 4 ． 89，p ＜
0. 001 ．此外，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也显
示( 见表 2 ) ，负面反馈源对绩效提升动机归因有
显著负向影响( M2 β = － 0 ． 34，p ＜ 0． 001 ) 、对伤

图 1 不同负面反馈源下的绩效提升动机归因 ( 研究 1)

Fig． 1 Attributed performance promotion motives under various

negative feedback sources ( Study 1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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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不同负面反馈源下的伤害诱发动机归因 (研究 1)

Fig． 2 Attributed injury initiation motives under various

negative feedback sources ( Study 1)

害诱发动机归因有显著正向影响 ( M4 β = 0． 36，
p ＜ 0. 001) ． 结果表明，与人类领导相比，AI 负面
反馈能激发员工更高的绩效提升动机归因、导致更
低的伤害诱发动机归因，H1( a)、H2( a)得到支持．
接下来，在检验绩效提升动机归因、伤害诱发

动机归因的中介效应前，通过回归分析发现，绩效

提升动机归因与员工工作绩效显著正相关( M7 β =
0． 24，p ＜0． 01) ，伤害诱发动机归因与员工工作绩效
显著负相关 ( M7 β = － 0． 17，p ＜ 0． 01) ，H1 ( b)、
H2( b) 得到支持． 进一步，使用 Bootstrap 法进行
中介效应检验，结果显示，与人类领导相比，AI 负
面反馈通过绩效提升动机归因促使员工工作绩效

水平更高的间接效应为 － 0． 16，95%置信区间为
［－ 0． 30，－ 0． 05］，不包括 0，说明 H1 ( c) 得到支
持，绩效提升动机归因中介效应显著; 此外，与人

类领导负面反馈相比，AI负面反馈通过伤害诱发
动机归因促使员工工作绩效水平更高的间接效应

为 － 0． 15，95%置信区间为［－ 0． 28，－ 0． 03］，不
包括 0，说明 H2( c) 得到支持，伤害诱发动机归因
中介效应显著．

表 2 层次回归分析(研究 1)

Table 2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( Study 1)

变量 绩效提升动机归因 伤害诱发动机归因 工作绩效

模型 M1 M2 M3 M4 M5 M6 M7

性别 － 0． 15 － 0． 13 0． 03 0． 01 0． 02 0． 04 0． 07

年龄 － 0． 11 － 0． 07 0． 10 0． 06 0． 00 0． 03 0． 06

学历 0． 07 0． 07 － 0． 01 － 0． 02 － 0． 04 － 0． 04 － 0． 05

任职期限 0． 10 0． 11 － 0． 15 － 0． 16 0． 04 0． 04 － 0． 01

部门 2 0． 03 0． 07 0． 08 0． 04 － 0． 09 － 0． 05 － 0． 06

部门 3 0． 13 0． 11 － 0． 04 － 0． 02 0． 12 0． 10 0． 07

部门 4 0． 08 0． 07 － 0． 07 － 0． 06 0． 01 0． 01 － 0． 02

消极情绪 0． 04 0． 09 0． 07 0． 01 － 0． 24＊＊ － 0． 19* － 0． 21＊＊

核心自我评价 － 0． 03 0． 00 0． 00 － 0． 04 0． 24＊＊ 0． 28＊＊＊ 0． 27＊＊＊

感知信任 0． 05 0． 05 － 0． 07 － 0． 06 0． 06 0． 05 0． 03

负面反馈源( AI = 0，领导 = 1) — － 0． 34＊＊＊ — 0． 36＊＊＊ — － 0． 33＊＊＊ － 0． 20＊＊

绩效提升动机归因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0． 24＊＊

伤害诱发动机归因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－ 0． 17＊＊

F 0． 88 2． 60＊＊ 0． 73 2． 67＊＊ 2． 25 4． 12＊＊＊ 5． 01＊＊＊

Ｒ2 0． 06 0． 16 0． 05 0． 17 0． 13 0． 23 0． 31

ΔＲ2 0． 06 0． 11＊＊＊ 0． 05 0． 12＊＊＊ 0． 13 0． 10 0． 02

注: * 表示 p ＜ 0． 05，＊＊表示 p ＜ 0． 01，＊＊＊表示 p ＜ 0． 001，双侧; 部门 1 为参照组．

3 研究 2: 实验室实验

3． 1 实验设计与程序
研究 2 参考 Grant 和 Hofmann［60］的实验设

计，在华南地区商学院邀请 191 名学员 ( 有工作
经验) 作为被试完成一项任务． 实验包含三个阶

段:第一阶段，在到达实验场地后，实验员要求所

有被试填写人口统计学信息、核心自我评价、感知
信任． 随后，实验员告知被试，商学院正在招聘一名
科研助理，你将收到一篇博士生撰写的英文学术论

文草稿片段，为检验英文论文写作能力，请使用 Mi-
crosoft Word中的跟踪修订模式，找到并修改这篇论
文中存在的语法、拼写错误，保存文件，完成后提交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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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阶段，在完成修订任务后，实验员告知被

试，将被随机分为三组，依次轮流接受结果反馈．
为启动 AI 组的实验条件，参考 Luo 等［7］对 AI 技
术逻辑的描述，AI组的被试( 63 人) ，在接受负面
反馈前被告知向其提供反馈的是 AI，它拥有大数
据分析技能和基于深度学习的技术 ( 如，文本挖

掘、机器翻译等) ，主要由算法工程师开发的机器
学习算法、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相结合并通过自主
学习知识数据库中已有的最佳实践来自动化进行

文本写作、翻译和润色等工作，它通过人机交互向
用户提供功能．为启动威权领导组的实验条件，参
考彭坚等［59］对领导风格进行实验刺激的做法，根

据威权领导的定义和测量内容［61］，威权领导组的

被试( 64 人) ，在接受负面反馈前被告知向其提供
反馈的是一位学术专家领导，日常行事作风具有

如下特点:经常要求别人完全服从其指示;包揽所

有决定;在会议上拥有最后发言权;在别人面前居

高临下; 给别人带来压力; 严格要求别人; 因为任

务未被完成责骂别人; 要求最好的表现; 要求别

人必须遵守其定下的规则，违反则会严厉惩罚．
同样，为启动仁慈领导组的实验条件，根据仁慈

领导的定义和测量内容［61］，仁慈领导组的被试

( 64 人) ，在接受负面反馈前被告知向其提供反
馈的是一位学术专家领导，他日常行事作风具

有如下特点:经常与别人像家人一样相处; 对别

人花费大量精力; 除了工作，还经常关心别人的

生活;经常关心别人是否舒心; 帮助别人应对紧

急情况;非常体贴别人; 尽可能地满足别人的个

性化需求;别人遇到困难时会给予鼓励; 照顾别

人的身边人;别人表现不好时，会主动了解分析

原因;为别人处理日常生活中难以解决的事情．
随后，参考 Yam 等［19］和 Kim 等［30］的实验设计，
每组接收负面反馈的被试都获得了如下信息:

你在刚刚修订论文的任务中表现不佳，得分排

在所有参与者中的后 20%，明显低于平均水平，
你需要认真检查语法、词汇拼写等方面的错误．
此外，为增加心理真实感，参考 Tang 等［36］的做
法，AI 组的负面反馈信息，由文本通过音频剪辑
工具转录为模仿智能机器的语音，威权领导组、
仁慈领导组的负面反馈，分别由一位扮演学术

专家的实验员面对面提供．
第三阶段，在收到负面反馈后，实验员要求被

试填写操纵检验的测量、绩效提升归因动机和伤
害诱发动机归因、消极情绪的测量．随后，实验员
告知被试，他们需要再次完成论文修订的任务，并

重新发放一篇英文学术论文草稿片段，该篇论文

被人为嵌入 66 个语法、拼写错误，待被试完成后
再次提交．
3． 2 变量测量
研究 2 确定最终实验所使用量表的标准程序

与研究 1 一致．
负面反馈源．将 AI 赋值 0，威权领导赋值 1，

仁慈领导赋值 2．
反馈源操纵．与研究 1一致．信度系数为 0． 81．
领导风格操纵． 使用 Cheng 等［61］对威权领

导、仁慈领导的测量条目． 调查内容为: “你认为
刚刚为你提供的学术专家多大程度上符合以下风

格?”威权领导的代表题项为: “要求别人完全服
从他的指令．”，仁慈领导的代表题项为: “当别人
遇到困难时会提供鼓励．”信度系数分别为 0. 91、
0． 93．
工作绩效． 参考 Grant 和 Hofmann［60］实验设

计中的测量方法，从准确性的角度通过计算被试

在参与论文修改任务中成功纠正拼写和语法错误

的数量来衡量工作绩效．在实验完成后，邀请了一
位英语专业的老师和一位商科教授( 未告知实验

目的) 独立核查论文中的错误．
绩效提升动机归因( α = 0． 87 ) 、伤害诱发动

机归因( α = 0． 84) 和消极情绪( α = 0． 86 ) 、核心
自我评价( α = 0． 92) 、感知信任( α = 0． 92) 的控制
变量的测量方式与研究 1 一致．
3． 2． 1 验证性因子分析

CFA结果表明，五因子模型各拟合指数基本
满足要求( χ2=505． 18，df =367，TLI = 0． 94，CFI =
0． 95，ＲMSEA = 0． 04，SＲMＲ = 0． 05 ) ，且该模型显
著优于其它竞争模型，说明测量变量具有较好的

区分效度．
3． 2． 2 描述性统计分析
研究 2 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，

所得结果为假设检验提供支持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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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(研究 2)

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results ( Study 2)

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

1. 性别 1． 53 0． 50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2. 年龄 32． 78 3． 71 0． 03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3. 学历 2． 96 0． 46 0． 06 0． 12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4. 任职期限 3． 62 1． 68 0． 03 0． 17* 0． 00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5. 消极情绪 4． 26 0． 89 0． 15* 0． 06 0． 07 0． 10 ( 0． 86)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6. 核心自我评价 4． 28 0． 93 0． 01 0． 12 0． 15* 0． 12 － 0． 03 ( 0． 92) — — — — —

7. 感知信任 4． 13 0． 96 － 0． 06 － 0． 08 － 0． 05 － 0． 01 0． 06 － 0． 12 ( 0． 83) — — — —

8. 负面反馈源( AI = 0，

威权 = 1，仁慈 = 2)
1． 01 0． 82 － 0． 01 － 0． 03 0． 01 0． 01 0． 11 0． 03 － 0． 01 — — — —

9. 绩效提升动机归因 4． 39 0． 90 － 0． 02 － 0． 00 0． 08 0． 07 － 0． 05 0． 05 0． 05 － 0． 00 ( 0． 87) — —

10. 伤害诱发动机归因 4． 32 0． 89 0． 15* 0． 07 － 0． 09 0． 05 0． 09 － 0． 06 0． 06 0． 02 － 0． 18* ( 0． 84) —

11. 工作绩效 34． 27 10． 71 0． 04 0． 01 0． 15* － 0． 01 － 0． 11 0． 06 － 0． 03 0． 03 0． 35＊＊ － 0． 29＊＊ —

注: M表示均值，SD表示标准差; * 表示 p ＜0． 05，＊＊表示 p ＜0． 01，＊＊＊表示 p ＜ 0． 001，双侧;对角线括号内的数值为各变量的信度系数．

3． 2． 3 操纵检验

首先，反馈源的操纵检验与研究 1 一致，独立

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，AI 组 ( M = 2． 84，SD =

0. 78) 显著低于人类领导组 ( M = 3． 69，SD =

0. 94) ，t( 189) = 5． 47，p ＜ 0． 001． 其次，领导风格

的操纵检验同样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，结果表明，

针对威权领导的评分，威权领导组 ( M = 3． 91，

SD = 0． 83) 显著高于仁慈领导组( M = 3． 13，SD =

0． 75) ，t( 126) = 5． 63，p ＜ 0． 001．而针对仁慈领导

的评分，威权领导组 ( M = 3． 28，SD = 0． 76 ) 显著

低于仁慈领导组( M =4． 05，SD =0． 95) ，t( 126) =

5． 11，p ＜ 0． 001．结果说明研究 2 实验操纵成功．

3． 2． 4 假设检验

研究 2 的目的是，比较在负面反馈事件中，

AI、威权领导和仁慈领导作为不同反馈源在激励

员工工作绩效方面的差异化效应． 鉴于研究 2 遵

循单因素三水平的实验设计，首先使用单因素方

差分析( One-way Anova) 法．结果表明( 见图 3、图
4) ，负面反馈源对绩效提升动机归因的影响显著
( F( 2，188) = 6． 81，p ＜ 0． 01，η2 = 0． 07 ) ． 随后，

使用 Bonferroni法进行两两比较，发现 AI组( M =

4． 56，SD = 0． 85 ) 显著高于与威权领导组 ( M =

4. 06，SD = 0． 90 ) ，p ＜ 0． 01; 威权领导组 ( M =

4. 06，SD = 0． 90 ) 显著低于仁慈领导组 ( M =

4. 55，SD = 0． 87 ) ，p ＜ 0． 01; 而 AI 组 ( M = 4． 56，
SD = 0． 85) 与仁慈领导组( M = 4． 55，SD = 0． 87 )

无显著差异，p ＞ 0． 05．此外，负面反馈源对伤害诱
发动机归因的影响显著 ( F ( 2，188 ) = 5． 95，p ＜

0. 01，η2 = 0． 06 ) ． 两两比较发现，AI 组 ( M =

4. 14，SD = 0． 81) 显著低于与威权领导组( M = 4．
62，SD = 0． 94) ，p ＜ 0． 01; 威权领导组( M = 4． 62，
SD = 0． 94) 显著高于仁慈领导组( M = 4． 18，SD =
0． 87) ，p ＜ 0． 05; 而 AI 组( M = 4． 14，SD = 0． 81 )

与仁慈领导组 ( M = 4． 18，SD = 0． 87 ) 无显著差
异，p ＞ 0． 05．结果表明，与威权领导比，AI 负面反
馈能激发员工更高的绩效提升动机归因、导致更
低的伤害诱发动机归因; AI 与仁慈领导无显著差
异，H3( a) 、H3( b) 得到支持．

图 3 不同负面反馈源下的绩效提升动机归因 (研究 2)

Fig． 3 Attributed performance promotion motives under various

negative feedback sources ( Study 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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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不同负面反馈源下的伤害诱发动机归因 (研究 2)

Fig． 4 Attributed injury initiation motives under various

negative feedback sources ( Study 2)

在检验绩效提升动机归因、伤害诱发动机归
因的中介效应前，与研究 1 一致，通过回归分析发
现，绩效提升动机归因与员工工作绩效显著正相

关( β = 0． 35，p ＜ 0． 001) ，伤害诱发动机归因与员
工工作绩效显著负相关( β = － 0． 30，p ＜ 0． 001 ) ，
H1( b) 、H2( b) 再次得到支持．随后进行中介效应
检验，以 AI为参照，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果表明，
与 AI相比，威权领导负面反馈通过绩效提升动机
归因促使员工工作绩效水平更高的间接效应为

－ 0． 063，95%置信区间为［－ 0． 12，－ 0． 02］，不
包括 0;与 AI 相比，仁慈领导负面反馈通过绩效
提升动机归因促使员工工作绩效水平更高的间接

效应为 0． 001，95%置信区间为［－ 0． 04，0． 04］，
包括 0．结果说明，与威权领导相比，AI 负面反馈
能通过激发员工绩效提升动机归因促进其更高水

平的工作绩效，而与仁慈领导相比，AI 负面反馈
的差异化间接效应消失．此外，在伤害诱发动机归
因方面，威权领导与 AI 比的差异化间接效应为
－ 0． 048，95%置信区间为［－ 0． 11，－ 0． 02 ］，不
包括 0;而仁慈领导与 AI比的差异化间接效应为
－ 0． 004，95%置信区间为［－ 0． 04，0． 03］，包括
0．结果说明，与威权领导相比，AI 负面反馈会通
过减少员工伤害诱发动机归因促进其更高水平的

工作绩效，而与仁慈领导相比，AI 负面反馈的差
异化间接效应消失． H4( a) 、H4( b) 得到支持．

4 结束语

4． 1 研究结论
基于动机归因视角，探究了 AI ( vs． 人类领

导) 负面反馈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差异化影响效应

与机制．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: 1 ) AI ( vs．
人类领导) 负面反馈通过激发员工更高的绩效提

升动机归因和更低的伤害诱发动机归因，继而激

励员工取得更高的工作绩效; 2) 进一步考虑本土
化领导风格的作用，即 AI ( vs． 威权领导) 负面反
馈通过激发员工更高的绩效提升动机归因和更低

的伤害诱发动机归因，继而激励员工取得更高的

工作绩效; 3 ) 在负面反馈通过绩效提升动机归
因、伤害诱发动机归因间接影响员工工作绩效方
面，AI( vs．仁慈领导) 差异不显著．
4． 2 理论贡献
本研究对已有文献做出如下贡献．
首先，拓展负面反馈在数智化情境下的相关

研究．已有研究围绕领导者提供负面反馈如何影
响下属反应开展大量实证研究．然而，现存争议说
明领导者提供负面反馈需要权衡收益 ( 如，领导

有效性、员工创造力等) 和成本( 如，领导分心、人
际冲突等) ［1 － 4，29 － 32］，仍需探究何种方式能有效

发挥负面反馈的激励鞭策作用． 得益于数智技术
的进步，AI具有替代领导者承担负面反馈职责的
潜力和能力［7，19］，但当前学界还不清晰，在负面反

馈情境下，反馈源是 AI 而不是人类领导时，更有
助于帮助员工改善绩效． 本研究填补了上述研究
缺口，在数智化情境下揭示了与人类领导比，AI
负面反馈在激励员工工作绩效方面的优势．
其次，细化 AI绩效反馈在反馈效价为负时的

影响研究． AI绩效反馈是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的
前沿研究领域［62］．部分研究发现，AI 绩效反馈存
在积极的部署效应，通过改善反馈质量促进员工

生产力［6］．另有研究指出，AI 绩效反馈也会带来
信息过载、决策厌恶等问题，不利于绩效提升［7］．
现存争议说明 AI 绩效反馈能否给员工带来好处
需要结合具体管理情境进行讨论． 新近研究初步
揭示了拟人化 AI 在负面反馈情境下的不利影响
( 即，个体报复) ［19］，但 AI负面反馈能否激励员工
改善绩效尚不知晓．本研究揭示了 AI执行特定类
型的反馈任务( 即负面反馈) 对员工工作绩效的

积极影响．
再次，挖掘了 AI负面反馈影响员工绩效的作

用“黑箱”，拓展了动机归因视角． 已有基于动机
归因视角的研究主要强调人际互动中行为接收者

对行为发出者的目的或动机进行因果推断的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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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［15 － 17］，但极少研究发现个体在人机交互过程中

同样会对作为非人类实体的行为发出方的目的或

动机进行归因．过去研究认为客观上机器具有低
程度的能动性，不存在行为意图或倾向［19，21］． 本
研究基于理论和实证结果证明主观上员工评估

AI行为动机的存在是可能的，发现 AI( vs．人类领
导) 负面反馈激励员工更高绩效的原因在于他们

更倾向于将 AI 提供负面反馈的动机归因为绩效
提升导向的、而非伤害诱发导向的．
最后，将本土领导理论和数智化情境相结合，

揭示了负面反馈中家长式领导与 AI 的差异化作
用机制，进一步丰富本土领导理论［63］． 不论是负
面反馈的相关文献，还是涉及 AI与人类领导绩效
反馈比较的相关研究，基于中国文化背景进行研

究的文献寥寥无几． 根据家长式领导理论［48］，引
入彰显华人“立威”与“施恩”领导风格的威权领
导与仁慈领导，比较了在负面反馈影响员工工作

绩效方面，AI与威权领导、仁慈领导分别比较，是
否具有差异化效应与机制． 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个
有趣的现象，AI ( vs． 威权领导) 负面反馈在激励
员工取得更高绩效方面具有优势效应，但相较于

仁慈领导，AI负面反馈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的优势
并不显著，说明仁慈领导提供负面反馈的有效性．
4． 3 实践启示
本研究对管理实践的主要启示如下．
首先，对企业而言，未来可以考虑部署 AI 替

代领导者执行负面反馈职责，一是解决领导者对

负面反馈的困扰，避免领导者分散注意力［3］，二

是避免员工因收到负面反馈而消极反应，使其专

注于改进不足、提升绩效、创造个人价值［1，2］，三
是说明基于 AI 的绩效反馈系统在市场上具有较
好商业前景和投资价值［6］; 其次，对领导者而言，

研究发现 AI在提供负面反馈通常表现出不附加
负面情感地向员工提出客观、一致、准确、可操作
反馈建议的行为特征，因而造成员工更倾向于对

AI的行为动机做出积极归因．这从侧面提醒领导
者必须提供负面反馈时不仅要尽量避免向员工传

递负面态度［12］，还要下足功夫学习如何提升反馈

的客观性、一致性、准确性和可操作性，而非率性
而为之;此外，研究还发现具有威权领导风格的领

导并不适合向员工提供负面反馈，相比之下，仁慈

领导提供负面反馈的效果与 AI一样具有优势．因

此，启示领导者在日常行事作风上要修炼和磨砺

积极的领导艺术，结合中国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

情社会的背景［52］，汲取仁慈领导风格中保全下属

面子、回应下属需求、关怀下属工作与生活等积极
的行为特征因素，避免威权领导风格中贬低下属

能力、忽视下属言论等消极的行为特征因
素［48，55］．最后，对员工而言，做出绩效提升动机归
因对其工作绩效提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，因此员

工在经历负面事件时( 如，领导批评) 能学会做出

积极的归因判断有助于减少自身的消极应激反应

( 如，愤怒 ) ，还有助于对自身绩效提升带来好

处［15］，鼓励员工尽可能地对与之交互的外界环境

因素进行积极归因而非消极归因．
4． 4 局限与展望
本研究还有如下局限，并对未来研究指出

方向．
首先，方法上虽然采取了 2 个实验设计以增

强研究的内外部效度和结论的稳健性，但研究 1
实验样本并非完全随机的，可能存在初始点的差

别，降低了因果关系解释的说服力．此外，新技术
的迭代也可能会影响研究发现; 研究 2 实验室实
验难以捕获真实工作场景中复杂的环境，与自然

条件下实验刺激仍具有一定差距．此外，本研究开
展时主要基于当时主流的 AI 技术范式 ( 如判别
式、规则驱动的机器学习算法) ，然而近年来生成
式 AI( 如大语言模型) 的快速发展显著改变了人
机交互的方式与体验［64］． 生成式 AI 具备更强的
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能力、更高的交互拟人化水
平以及更丰富的上下文适应性，这可能会对员工

在接收负面反馈时的动机归因产生不同于传统

AI的影响．因此，本研究的结论在生成式 AI 广泛
应用的情境下可能需要重新审视。未来研究应结
合纵向问卷调查、案例研究等多种方法，并关注
AI技术迭代( 尤其是生成式 AI) 对反馈机制的影
响，以弥补上述不足，进一步验证和拓展本研究的

发现;其次，本研究仅关注 AI 与人类领导在提供
负面反馈时对员工反应的差异，根据反馈干预理

论［32］，反馈手段和方式是多样的( 如，正面反馈、
延时反馈等) ，建议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更多反

馈干预方式下，AI 与人类领导之间的作用差异．
此外，本研究仅从动机归因视角揭示了 AI( vs．人
类领导) 负面反馈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的差异化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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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根据反馈干预理论［30，32］，员工注意力导向分

为专注任务细节的任务过程以及专注自我概念的

元过程，这可能在解释 AI与人类领导如何差异化
影响员工绩效方面同样重要． 建议未来研究结合
其他理论进一步挖掘机制“黑箱”; 再次，本研究
仅比较 AI与家长式领导理论中威权领导、仁慈领

导的差异，领导风格还有悖论式领导［65］、谦卑式
领导［66］等，未来研究可以继续识别在绩效反馈中，

AI与具有上述其他的领导风格的人类领导之间是
否具有差异，倘若存在，该差异又是如何表现的．最
后，本研究仅揭示 AI负面反馈的优势，而 AI负面反
馈的“阴暗面”或“双刃剑”效应仍亟待未来研究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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Ｒesearch on performance incentive mechanisms of negative feedback under
human-AI Interac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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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Motivating employe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through negative feedback is a persistent challenge
in performance management． As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dvance，some tech firms have begun le-
veraging cutting-edge tools to optimiz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rocesses and enhance employee experience．
Adopting a motives attribution perspective，this study compares the differentiated performance incentive mech-
anism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( AI) and human leaders when delivering negative feedback． Empirical findings
show that，relative to human leaders，AI-provided negative feedback elicits stronger attributed performance-
promotion motives and weaker attributed injury-initiation motives，which in turn lead to higher employee per-
formance． Further grounding the inquiry in the indigenous Chinese context reveal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ead-
ership style: AI exhibits a greater advantage over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in transmitting the indirect effects of
negative feedback on performance through these two motives; however，compared with benevolent leadership，
this differentiated indirect effect is attenuated． The study uncovers the performance-incentive effects of negative
feedback in human-AI interaction，broadens the context，perspectives，and approaches for research on AI and
negative feedback，and offers insights for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
practices in Chinese enterprises．
Key words: artificial intelligence; negative feedback; job performance; motives attribution; authoritarian

leadership; benevolent leadershi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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